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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國家生育統計的性別政治。本文分析對象為台灣政府例行

產製的三大生育統計：以出生證明為基礎的出生通報統計、以戶籍出生登

記為基礎的人口統計，以及以問卷進行的家庭與生育調查。我們考察其資

料搜集、指標建立、詮釋以及使用等環節，如何操作性別概念，再現什麼

樣的生育圖像。我們發現，由出生證明書建立的生育統計，以新生兒而非

產婦為主體，缺乏呈現包括產婦的年齡分布以及產婦的剖腹產率等資料。

戶籍資料僅要求填寫女性的「胎次」，形同將生育局限於生理意義上的生

殖，僅計算女性第一胎平均年齡。《人口統計》自 1972年即建立了一些男
性生育指標，但是政府制定人口政策時卻鮮少使用。生育調查自 1965年
創始以來，長達 40多年僅將育齡女性作為抽樣對象，排除男性。即使於
2012年開始納入男性樣本，卻要求男性評價對於女性理想生育年齡，忽
略詢問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時間，以及男性自身對於伴侶流產、懷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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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感受與經驗。台灣的三大生育統計仍普遍有「窄化女性、隱形男性」

的特性。生育想像局限於生理上的生殖運作，成為形塑統計產製的核心邏

輯。這使得台灣的生育統計仍將生育限縮為孕產的男女分工，複製女性單

方面承擔生育的刻板圖像，在延遲親職等現象欠缺男性資料，制定人口政

策亦難以男性生育統計作為佐證。本文根據國際作法，提出修改台灣生育

統計的政策建言。

關鍵詞：生育統計、生殖分工、性別、問卷設計、延遲親職、生育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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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08年生育第 1胎生母平均年齡為 31歲，其中 35歲以上者約占

1/4。（內政部統計處，2020）

剖腹產率＝（活產剖腹產出生數 /總活產出生數）*100％（行政

院性別平等會，2022）

20-49歲男性認為就生理而言，婦女最理想之生育年齡平均值介

於 24.64歲至 31.89歲。（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 24）

女性生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剖腹產率、民眾認為的理想生育年

齡。上述三則來自不同政府部會的出版資料，呈現了台灣經常採用的

生育統計。然而，從性別研究的觀點加以檢視，每一則資料都值得進

一步探問：政府也有計算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嗎？剖腹產率

的分母為何是新生兒出生數，而不是產婦人數？針對理想的生育年

齡，調查題項為何要凸顯生理層面？也會請女性受訪者來評估男性最

理想的生育年齡嗎？

本研究探討國家生育統計的性別政治。本文所指的「生育」，是

以生殖為主的孕產活動，並不包含養育這個重要的主題。 1 政府耗費

巨大人力物力，透過出生證明、出生登記，以及生育調查等形式，累

1 本文將生育中涵括生殖面向的相關統計，稱之為中文較常使用的「生育統

計」。包括總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生育年齡等概念，均指生產新生兒的
活動，因此本研究也以「生育統計」來統稱這些數字計算。感謝審查人 B提醒
我們釐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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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大量的全國性生育統計資料。這些數值常作為施政的基礎，也成為

社會理解生育變遷的重要來源。生育統計如何進行，反映了政府與學

界對於性別的理解，需要成為檢視與改革的對象。女性主義研究致

力於鬆動生育僅與女性連結，近年來並倡議要把男性納入生育的圖

像，並看重同志生育成家的經歷（Almeling, 2015, 2020; Almeling and 

Waggoner, 2013; Annandale and Clark, 1996; Barnes and Fledderjohann, 

2020; Daniels, 2006; Fledderjohann and Barnes, 2018; Greene and 

Biddlecom, 2000; Zamora, 2017）。奠基於女性主義對生育的批判性觀

點，本研究聚焦於台灣生育統計的產製歷程，考察其資料搜集、詮釋

與使用等環節，如何操作性別、可能造成什麼影響，以及需要哪些改

革。

二、文獻探討

（一）挑戰男女生殖分工的生育研究

女性主義的生育研究，反駁以男女生理上的生殖分工，作為窄

化、限縮、矮化女性的基礎。歷史上主流社會常以僅有女性擔任懷

孕、生產、哺乳等生殖過程為由，將生育視為女性的天職，並限縮女

性在家庭領域活動，正當化像是「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甚

至以此作為女性居於次等地位的理由。女性主義陣營政治化生育，抨

擊以生殖為由而將女性視為第二性的觀點，並提出不同的分析角度，

翻轉這些窄化與矮化女性的論述。我們將這些文獻區分為「擺脫女性

與生殖的必然連結」以及「重塑生殖的經驗與意義」兩大取向。

早期一批文獻強調擺脫女性與生殖的必然連結。這些文獻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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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並非女性的宿命，反對女性必得擔任母親的意識形態（Firestone, 

1970; Jaggar, 1983）。這類倡議常主張生育的選擇權、自主性，也將

不婚不育作為女性開拓人生的康莊路徑。避孕、墮胎等發展日益成熟

的生殖科技，都能使得女性更能控制生育歷程，就成為婦運積極爭取

的資源與權益（Murphy, 2012; 劉仲冬，1995）。

另一批文獻主打社會文化如何形塑生殖經驗，正視女性的孕產

歷程，力圖呈現生殖並非僅是生理現象，亦是社會過程。這一取向

彰顯社會的安排如何影響女性的孕產經驗，從福利體制、醫療措施

到孕產身體的意義形塑，造就女性在此過程中遭遇壓迫或是新生力

量（Ginsburg and Rapp, 1991），僅為孕育新生兒的容器或是成為生

育的主體（Martin, 1987; Oakley, 1980; Rothman, 1982）。「生殖正義」

的概念與行動也凸顯階級不平等、種族歧視與異性戀霸權等結構因

素，亦導致某些女性難以實踐生育的理想（Luna and Luker, 2013）。

同時，這些文獻也力圖提升孕產等議題的重要性，提出攸關生殖的再

生產勞動，應為理解社會發展的核心主軸，而非研究上的次等議題

（Almeling, 2015）。

站在這樣的基礎上，女性主義學界亦漸反思生育的社會科學

研究，過度關注女性、缺乏納入男性。這些研究者指陳，男性有

如生育研究的「第二性」（Inhorn, Tjørnhøj-Thomsen, Goldberg, and 

Mosegaard, 2009）。女性主義陣營倡議，研究上若僅關注女性的生育

困境，容易複製生育僅與女性相關的刻板印象。Ellen Annandale and 

Judith Clark（1996）就提醒，性別研究很少探討男性孕育的困境，等

於隱形化男性亦有的生育問題，並把性別的概念限於男女二元對立，

無法達成女性主義解構性別的政治目標。即使有這些呼籲，之後幾

篇文獻評述，都持續發現男性生育仍被性別研究忽略（例如，In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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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irenbaum-Carmeli 2008; Almeling 2015）。

納入男性的生育研究，不只是為了經驗的補白，也有助於理論

化性別。挖掘男性對生育的寄望，以及男性有關避孕、不孕、陪產、

養育等等的經歷，都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於生育歷程的理解。一些以男

性生育為題的社會人文研究，能凸顯生育的性別政治與陽剛氣質的多

樣性（吳嘉苓，2002；Inhorn et al., 2009; Inhorn, 2012; Wu, 2011）。

Cynthia Daniels（2006）以科學、衛福與媒體等社會機制對於男性生

殖力的形塑，提出了「生殖陽剛氣質」（reproductive masculinity）的

概念。她發現，男性不但在生殖上被視為次要地位，同時也被假設身

強體壯，且生育力所受到的傷害較女性為低，因此也較少被要求要

為生育的品質負責（例如異常胎兒的歸因，亦見 Almeling, 2020）。

Mary C. Brinton（2016）解釋各國的少子化現象，強調不能僅著重女

性角色的變化，亦應彰顯束縛男性的僵固文化腳本，像是單肩承擔養

家活口的任務，如何可能在青年貧窮、失業率高、生育福利低的國

家，阻礙了男性實踐理想的生育。

在性別與生育理論發展最有延展性的，堪稱 Rene Almeling and 

Miranda R. Waggoner（2013）基於不同生育階段所提出的「性別等

式」。她們倡議將生育分階段來對比，一一探查男女對於生育的各類

貢獻，形成全面納入男女的分析策略。生育在某些階段男女有別，在

另一些階段則男女幾無差異。男性在女性懷孕與生產的階段，固然基

於生殖分工，無法進行孕育的生殖勞動，但是他們仍有感受、理念與

參與。更重要的是，在孕前、受孕以及養育的階段，男女有著高度的

相似性，都在生理、行為、環境、社會文化等層面有所牽連。這樣重

視異同的性別等式，對於生育統計的抽樣對象為何，要納入哪些指

標，十分有啟發。例如前言所提到第一次成為父母的年齡、對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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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的想法，男女皆涉及，但是生育統計可能未必對等建立。

（二）統計的知識生產與性別政治

統計並非僅是真實的再現，而是行動者選擇的結果。科技與社會

研究已累積豐富成果，指陳量化統計的生產、詮釋、運用、傳播等環

節，需要放在政治社會文化的脈絡下來理解（Porter, 1995; Lin, 2020; 

Homei, 2022）。建立統計指標與研究方法的科學社群，以及政策制定

者，有其信念價值，而這些價值會影響統計知識的產生。同時，科學

社群的常模與裁判優劣的方式，也會影響研究者的議題設定與分析視

野。而統計所仰賴的資源基礎，從經費到人力，也深受國家、市場

與民間團體互動的影響。在Michel Foucault（1980）的生命政治視野

下，人口統計的調查涉及了國家的規訓與監控；透過調查的過程、數

據的展現，都有助於建立管束或政策協商的正當性，並彰顯特定群體

或現象能夠被看見的重要基礎（Armstrong, 1983; Homei, 2022）。

性別研究也屢屢揭露科學研究的性別偏見，包括各類統計的建

立與計算。在設定議程時，就可能因為對於性別的既定觀點，而使

選取的樣本有所偏誤。經典案例包括心血管疾病研究的女性抽樣不

足、骨質疏鬆則遺漏調查男性（Schiebinger, 1999）；社會科學研究亦

在探查階級流動的調查，經常排除擔任無酬家務勞動的女性（Ferree 

and Hall, 1996）。搜集資料的範圍，也可能反映特定性別的生活樣

貌，例如建立勞工健康處境的調查，就可能以男性為主，而據以建立

的指標，可能無法涵括許多女性才會有的健康風險（例如林宜平，

2006）。

英語世界的女性主義研究已陸續指陳生育調查的生育想像，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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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性別盲點。以美國自 1955年開啟的生育調查為例，早期僅以白人

已婚異性戀女性為調查對象，後續才逐漸納入其他種族、單身女性，

並且到 2002年才第一次納入男性為樣本（Fledderjohann and Barnes, 

2018）。另一研究亦發現中低收入國家常用的生育調查版本，常排除

男性作為調查對象，而即使逐漸納入男性後，也仍遺漏單身、離婚、

跨性別者（Fledderjohann and Roberts, 2018）。這些研究也直指生育

調查在抽樣對象與題組設計的異性戀預設（Barnes and Fledderjohann, 

2020; Zamora, 2017）。這類調查的偏見反映了人口學者與調查團隊對

於生育的理念，包括側重生殖的生理性質、生育控制的對象以女性為

主、以及未能與性別研究和婦運訴求接軌（Barnes and Fledderjohann, 

2020; Greene and Biddlecom, 2000）。台灣學界已針對少子化現象，

提出新興的評估與計算方式（例如鄭雁馨，2017；Huang and Wu, 

2018）。而針對生育統計的性別分析，台灣則尚未有系統性的討論。

本文考察台灣現有生育統計的產製歷程，有什麼樣的性別預設，

反映出哪些理解生育的角度。解析的面向包括主題的選擇、抽樣的對

象、指標的建立，以及資料的詮釋、呈現與運用。就女性主義長久的

關切而言，我們探討生育統計的產製，有無「窄化女性」：是否僅把

生育統計的目標放在女性、僅以女性為統計對象？是否僅將生育當作

是生理的現象，而非社會的過程？是否重視胎兒的資訊勝於母親？在

資料詮釋上，有無將生育視為女性單方面的責任？我們同時探查「隱

形男性」現象：男性樣本在生育統計是否缺席？對於男性在孕產的參

與，在生育統計以何種方式呈現？我們也追隨女性主義陣營從指陳偏

見邁向改革實踐的路徑，探討如何以性別化創新的作法（Schiebinger, 

2008），改革生育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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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搜集與研究方法

本文以國家產製的生育統計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其資料產出、

詮釋與使用。國際上將政府負責搜集的生育統計分為「生命統計」

（vital statistics），以及「生育調查」（fertility surveys）兩大類。我們

關注的焦點為台灣歷時最久的三類生育統計─以出生證明為基礎的

出生通報統計、以戶籍出生登記為基礎的人口統計，以及以問卷調查

進行的生育調查（見表一）。我們分析這三類資料庫的建立方式、統

計呈現形式與詮釋，以及政策使用的方向，呈現什麼樣的性別概念與

生育想像。

表一：國家生育統計的主要類型

資料基礎
主要產製
單位

統計建立
年代

現今主要出版品
（最新出版年）

報告內容及形式

出生證明 衛福部門 2004 《出生通報統計
年報》（2021）

年度數據摘要、
統計表

出生登記 內政部門 1946 《 人 口 統 計 年
刊》（2021） 年度數據統計表

生育調查 衛福部門 1965
《 家 庭 與 生 育
調 查 報 告 》
（2018）

不定期調查數據
摘要、統計表

資料來源：整理自內政部網頁、衛生福利部網頁。

其他輔助的檔案資料，包括政府呈現統計結果的年度與專題報

告、網站、政策白皮書、新聞稿等等，作為生育統計如何產製及運用

的佐證。我們亦透過檔案資料與各國政府網站，搜尋包含英國、澳

洲、挪威以及瑞士等國在生育統計的製作與出版，挖掘這些國家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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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化創新的具體實踐，以作為台灣的對照以及改革的參考。

四、台灣生育統計的母群體：男性忽隱忽現

（一）出生證明書：從「父—母」到「產婦—配偶」

「出生證明書」制度是發展生育統計的重要基礎。而台灣的出生

證明書登載項目，歷經「父—母」、「產婦」、「產婦—產婦配偶」的變

革，反映了這項制度對於生殖與性別的觀點。台灣在日治時期即建

立戶籍登記制度，中華民國政府來台後繼續實施。1946年修正公布

的《戶籍法》，規定父母必須攜帶出生證明文件至戶政單位為新生兒

辦理出生登記（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6）。最初的出生證明文件並

無統一格式，民間常以直書表格為主，名稱與內容稍有不同，但大

多包含父母親、新生兒、開立人三大基本資訊。 2 民間出生證明書的

「父—母」欄位，創造了將養父母直接變成「親生」的機會。根據一

些新聞報導，不乏有村長、助產士、醫師等證書開立人，儘管知道孩

子非親生的事實（例如將新生兒送交他人扶養），仍開立「不實」的

出生證明書（聯合報，1961, 1963, 1975）。產婦本人亦可能假冒身份

（例如姓名欄填寫未來收養新生兒的父母姓名），以能透過出生證明

書的登記，為新生兒及其養父母建立親子關係（聯合報，1979）。

1970年代開始，國家先後藉由三波主要行動來提升出生證明的

2 1950年代的生產，接生者約有四成為開業助產士、一成多是公立助產士，不
到一成為醫師，另有三成左右的「不合格接生人員」，包括有經驗但無證照的

鄰里女性，以及自行執行接生的民眾（吳嘉苓，2000）。因此，出生證明的開
立人，除了醫事人員之外，常還包括村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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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首先是標準化出生證明的格式。1971年，內政部衛生司改組

為行政院衛生署，力圖精進衛政，推出統一的「出生證明書」格式，

並於隔年起生效。新式出生證明書涵括父母姓名、年齡、本籍、工作

等資料，並維持民間採用的父系親屬關係：「父」的欄位在前，「母」

的部分在後（見圖一）。

圖一：1972年政府推出的出生證明書格式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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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的改革，則新增了醫事人員的通報義務。1993年，立法

院修正通過《兒童福利法》（以下簡稱《兒福法》），強化出生通報

的嚴謹性，以保障新生兒的身份權利。其中第 2條明訂「兒童出生

後十日內，接生人應將出生之相關資料通報戶政及衛生主管機關備

查」。 3 這項變革的重點，在於增加接生人「出生通報」的新程序。

也就是說，除了民眾必須自行去戶政機關進行出生登記之外，還增加

了醫師以及助產士的義務：在接生之後，向縣市政府的衛生局和民政

局通報出生結果。新制度建立的 1990年代中期，台灣已有超過 99％

的新生兒在醫療院所誕生，因此，由醫事人員負責填寫國家統一格式

的出生證明書、再上報政府單位，就成了新的標準流程。 4 舊有的一

紙出生證明，擴展為四聯單：第一聯交由新生兒父母去戶政單位辦理

出生登記，第二、三、四聯則由醫事人員使用，分別作為戶政通報

聯、衛政通報聯，以及醫療院所自行保存所用（見圖二）。 5 衛政通

報聯也就成為國家建立統計資料的重要依據。

這波賦予醫事人員通報義務的改革，意外地使得出生證明書上的

「父」欄位一度消失。《兒福法》修正公布後，醫事人員開始承擔出生

通報的法律責任，也更嚴肅面對「父」的認定問題。生殖的性別分

工，加上民法以「己身所從出」作為認定母子關係的基礎，使得產婦

3 該法與《少年福利法》於 2003年合併修正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法》，通報時
間亦限縮為 7天。又，2011年更改為現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4 出生通報作業流程於 1994年定案，衛生署也修訂一式四聯的「出生證明書」，
推行全國（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6）。

5 出生證明書一式四聯，內容設計稍有不同。第一、二聯以戶政資料為主，表格

資訊一致，主要記錄新生兒基本訊息、父母基本資料及聯絡方式。第三、四聯

則另有生產相關的醫療紀錄欄，包括「生產方式」和「產婦及新生兒的初步所

見特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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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995年的新版出生證明書

註：此出生證明書有四聯，本圖右下角可見此為第一聯。

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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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母」，很容易由醫事人員確認。相較而言，「父」要如何認

定，並沒有類似女性孕產所具有的生理依據。醫事人員於《兒福法》

修正公布後，陸續反應在接生現場遇到生父（精子提供者）與配偶

（產婦的先生）為不同人的狀況，造成醫療人員與民眾為如何開立出

生證明而產生衝突。1990年代後期，醫界人士與各學會團體向政府

表達，「新生兒的爸爸是誰」這一問題，並非醫事人員所能確認，希

望在出生通報上，取消「父」這個項目（郭姿均，1998）。於是，

在衛生署的協調下，出生證明書於 1999年進行修正，不只取消原本

「父」欄位的所有項目，並連帶把原先出生證明書上「母」欄位，改

稱為「產婦」。新版的出生證明書不再要求醫事人員辨別社會關係

（父與母），而改為醫事人員能夠確認的醫療身份（產婦）。新制定的

出生證明書，首次移除了父親資料欄，這使得新生兒姓名之後，首要

出現的就是產婦資料，改變昔日以父親資料為先的情況，也使得產婦

成為出生證明書上唯一與新生兒有關的對象（見圖三）。

這份缺乏父親的出生證明書，又造成新的困擾。新制實施後，發

生民眾在國外辦理相關手續時，由於出生證明缺乏父親資料而造成諸

多不便，因此要求政府改革（魏忻忻，2001；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

聯合會，2001）。衛生署再度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增列父親欄」。

然而，各地醫師公會表達意見，最後不是恢復「父」的欄位，而是改

列「產婦配偶」（見圖四）。醫事人員認為，以產婦身分證件上的配

偶欄作為填寫指引，或是取得配偶的身分證資訊來填寫簡易資料，行

政程序明確，能兼顧民眾需求，又可避免醫事人員需要判斷誰是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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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99年新版的出生證明書

註：此版出生證明書，僅記錄產婦及新生兒資料，無生父資料欄位。

資料來源：行政院衛生署，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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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01年至今的出生證明書

註：生父以「產婦配偶」的名義載於表單，請見作者自行加框的部分。此為第

三聯通報當地衛生局的出生證明書。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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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擾（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2001）。 6 這份出生證明書

沿用至今，而在第三、四聯增加了更多生產的醫療紀錄，成為衛政單

位統計母嬰生育健康的依據。 7 

出生證明的第三波改革，則為通報流程的網路化，以求提升回

報資料的涵蓋率（呂宗學、江東亮，2020）。過往以郵政寄送紙本通

報聯，常有延宕或遺漏的情況。政府估計在 1999年收到 20多萬筆

資料，卻仍較實際出生登記數少了 6萬多筆（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6: 序言）。網路成為促進通報效率與品質的解方。政府於 2002年

開發完成「出生通報資料網路傳輸通報系統」，並於 2004年推行至

全國。網路通報系統建立之後，成效顯著：「相較以往的紙本通報結

果，資料之正確性與完整性已有明顯的進步」（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6）。這也促使政府於 2006年開始定期出版年度的出生通報資料。

出生證明書的歷史變遷顯示，生育統計的建立需要龐大基礎建

設，也反映了性別關係。出生證明是向國家宣告親屬關係建立的重要

文件，早期在表格上以父親資料為先，等同看重父系傳承。在醫事人

員承擔通報責任之後，凸顯在醫療場合建立社會性父親身份的困難，

而促使父親一度從出生證明書消失，隨後也連同女性在表格上從親屬

身份（父與母），轉成醫療身份（產婦配偶與產婦）。然而，制度即

使歷經多次變革，男性除了在 1999-2001年一度從表格消失之外，一

直都是出生證明書的記載對象。這意味著進行生育統計時能夠男女兼

6 這份出生證明書，產婦與產婦配偶均需要呈現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號、

國籍、戶籍地資料。這一版先出現了國籍，包括中國大陸以及外國籍別，代表

在台生產不分國籍，都須開立出生證明書。

7 請參考圖四下方的生產醫療紀錄的部分（第十、十一項），「總生育活產數」

（第十二項），以及「產婦原始國籍別」（第十三項）。這些均為第三、四聯獨

有的資訊。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70

顧，不同於下文會討論的生育問卷調查。

台灣於 2019年 5月通過同性結婚的法令，使得「產婦配偶」不

再僅限於男性，而可能是女同志的同性伴侶。女同志結婚對數到

2021年年底已經超過 5,000對（內政部戶政司，2022），也出現已婚

女同志在台灣懷孕生產的案例（威廉氏後人－李毅評醫師，2019）。

目前在出生證明書上沒有列入「產婦配偶」的性別欄位，這將使得女

同志孕產的統計，未來無法透過出生證明書的統計來呈現。

（二）戶籍登記：僅問女性「胎次」

家長帶著出生證明，前往戶政單位為新生兒進行戶籍登記，成為

生育統計資料的另一基礎與來源。相較於出生證明書為屬地主義，涵

括所有在台的生產，出生登記則是所有具有中華民國國民資格的本國

新生兒皆可適用辦理。這些家長攜帶開立的出生證明書，到戶政事務

所申請出生登記。戶政承辦人員會參考出生證明書的記載，另外將父

母基本資料以及孩子的出生資料，填入「出生登記申請書」，完成戶

籍登記作業。每一年出生登記總數，即是該年度的全國出生人口數。

出生登記也讓政府得以搜集有關生母和生父的統計資料。

至於 1999-2001年間，出生證明書上有關「父」的欄位消失一

事，曾引發民眾的擔憂。針對這項變革，內政部戶政司官員特別說

明，並不會影響既有的出生登記作業（何明國，1998）。因為實際辦

理戶籍登記作業時，戶政人員更看重的是生母的戶籍與婚姻資料，而

且會依照民法規定，推定產婦配偶為孩子的生父。如果生母未婚，則

戶籍登記的生父欄會直接留白。戶籍制度也使得兼顧父母的統計得以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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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辦理戶籍出生登記所需要填寫的「胎次」欄，

是出生證明書所沒有的項目。根據 2014年的「戶籍登記申請登載須

知」，「胎次係指同一母親所生活產胎兒之次序」，僅需填寫母親的資

料。 8 「胎次」的用詞，強化了生產的生理特性（「生第幾胎」），著重

女性獨有的分娩勞動，因此並未詢問男性。有了女性的「胎次」紀

錄，國家就能透過出生登記的資料，計算出文首所提及的「女人生

第一胎的平均年齡」。而國際上常見的「第一次當爸爸」（first-time 

father）的平均年齡資料，台灣因為缺乏詢問男性成為生父的歷程，

就未能透過戶籍登記而計算得出。

（三）生育調查：男性長期缺席

政府於 1965年開始，持續進行大型的生育調查，以建立更細緻

的生育資料，然而男性卻長期缺席。台灣自 1950年代即開始辯論人

口政策方向，並逐漸以節育為主軸，系統性地推行避孕措施，而生育

統計即為重要的生育治理基礎。黃于玲的研究提出，在此美援時期，

美國人口學家與台灣本地學者合作進行生育調查，包括攸關生育的

「知識、態度、實作」（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s, KAP）的新型

態社會知識（Huang, 2016）。任教台大的社會學家陳紹馨亦與同行調

查台灣的城鄉生育差異，即在 1957年以 4,000多名已婚有偶女性作

為抽樣對象（Chen, Wang, and Foley, 1963），黃于玲將此稱為「戰後

台灣第一份細緻的生育調查」（Huang, 2016: 389）。這份開創性的報

告完全沒有考量男性可以作為生育調查的受訪者，也並未針對男性的

8 依照 2014年的「戶籍登記申請書登載須知」的胎次說明，雙胞胎與多胞胎皆
以同一胎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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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加以說明，等於預設生育調查等同於調查女性。報告中提到，由

於生育屬於私密的行為，為了增加可行性，執行單位訓練了公衛護士

與助產士作為調查員，採用以女性訪談女性的方式，來進行這種新興

的調查方法。即使考量了問卷調查所需的信任基礎，但還是發現有一

些問卷項目，讓受訪婦女非常尷尬，像是對於一些避孕方法的態度，

有四成的受訪女性並沒有回答。陳紹馨等人也提出，西方社會發展出

的問卷調查方式，是建立在民眾能夠自由表達個人意見的基礎上，當

時在台灣施行仍有諸多困難（Chen et al., 1963: 266-268）。1960年代

初期，在台中實驗的子宮內避孕器措施，也以台中已婚婦女作為問卷

調查對象（Freedman and Takeshita, 1969）。調查結果出現「丈夫對於

理想子女數目」的問題，均是由妻子代為回答（頁 43）。

地方性的生育調查之後擴展到全國，抽樣對象仍只納入女性。

台中的樂普實驗之後，家庭計畫擴展到全國，台灣省家庭計畫中心

也以全國民眾為調查對象，於 1965年執行「台灣地區家庭與生育力

調查」，再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建立有關生育的社會知識。 9 表二

呈現自 1965-2016年間，共 12次調查的樣本納入標準。在 1965-2008

年間所進行的前十次調查，均只納入女性樣本。1965-1992年間建立

的前七次調查，延續了陳紹馨與台中實驗研究的抽樣對象，限定已婚

有偶育齡女性。這不只是排除了男性，也排除了未婚、離婚和喪偶

的女性。一直要到 1998年，執行第八次調查時，考量台灣低生育率

與晚婚的現象，才把調查對象擴展為所有的 20-59歲婦女，不再限定

為已婚婦女。 10 往後在 2004年與 2008年執行的調查，則改為 20-49

9 這份調查的英文名稱為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s Survey，延續了傳統
生育行為調查的模式。感謝審查人 A提醒我們說明英文名稱。

10 1984年起，國內育齡婦女總生育率低於 2.1替代水準。問卷內容也增加與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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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生育調查樣本納入的原則，1965-2016

調查次數（年代） 已婚女性（歲） 未婚女性（歲） 男性（歲）

第一次（1965） 20-44 - -
第二次（1967） 20-44 - -
第三次（1970） 20-41 - -
第四次（1973） 20-39 - -
第五次（1979） 20-39 - -
第六次（1986） 20-49 - -
第七次（1992） 20-44 - -
第八次（1998） 20-59 20-59 -
第九次（2004） 20-49 20-49 -
第十次（2008） 20-49 20-49 -
第十一次（2012） 20-49 20-49 20-49
第十二次（2016） 20-49 20-49 20-49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網站、中央研究院學術調查研究資料

庫網站。

歲女性。政府的報告書說明，由於「婦女晚婚現象日益普遍」，因此

把「增加未婚育齡婦女樣本」當作是重要變革（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11: 2）。這份生育調查排除男性作為訪談對象，等於忽略了男性晚

婚晚育的趨勢、成因與所受到的影響。 11 

相關的家庭與就業議題。

11 行政院主計總處自 1979年起，每年辦理「婦女婚育與就業調查」，1988年起
改為不定期執行，最後一次調查於 2016年進行。此調查一直以來都僅以女性
為樣本，其中亦有少數跟孕產有關的訪談問題，並未超過生育調查的研究範

圍，因此我們並沒有納入分析。調查停辦的原因，是因為政府其他機關亦有針

對婦女及生育議題的「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內政部辦理 5次、之後轉交衛生
福利部辦理 1次），內容多有重疊，所以目前已將兩者整合為「15-64 歲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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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所主導的生育問卷調查，在執行 40多年後，才於 2012年第

一次將男性納入調查對象。行政院於 2005年開始推動性別主流化，

包括主計處成立「性別統計工作小組」，應是改變既有調查方式的動

力之一。 12 當時的衛生署國民健康局局長邱淑媞（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2011: 序言），面對男性始終缺席的生育調查，提及台灣性別主

流化的訴求，承諾「未來亦規劃將調查對象擴及育齡男性，以收集可

供性別統計資料，並由兩性觀點探討婚育相關議題」。在 2012年與

2016年的調查，各有 4,000名左右 20-49歲男性被當作是「育齡人

口」，首次成為國家生育調查的對象（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6, 

2018）。 13 

五、概念化生育：消失的產婦主體、簡化的男性經驗

政府在系統性搜集出生證明、戶籍登記，以及生育調查的資料

之後，要呈現哪些內容、製作什麼樣的圖表，是生育統計的另一大工

程。本節以這些生育統計的最新出版品作為分析對象，探討這些資料

呈現的方式，反映了何種生育與性別的關係。

生活狀況調查」，由衛生福利部主責辦理，於 2019年首次執行。此調查再度
佐證政府婚育調查常僅以女性為主的現象。感謝審查人 B提醒我們將這份調查
納入討論。

12 有關性別主流化的早期發展，見黃淑玲、伍維婷（2016）。值得一提的是，
台灣常參照的美國生育調查，於 2002年開始納入男性（Fledderjohann and 
Barnes, 2018），但是顯然台灣並沒有立即跟進。

13 調查報告說明，首次納入男性的緣由，包括社會變遷、性別主流化，以及性別
統計的需求（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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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生通報統計：消失的產婦主體

醫事人員完成一張張的「出生證明書」或「死產證明書」，送到

衛政單位，資料經過彙整，最後會發表於《出生通報統計年報》。這

份年度報告，自 2006年開始例行出版，以描述統計摘要和統計表，

呈現年度新生兒、產婦及產婦配偶的特性。 14 當時主事的衛生署提

出，要透過這樣的資料呈現，「提高婦幼衛生保健服務時效性」（衛生

署國民健康局，2006: 1）。然而，這份統計報告是以新生兒作為母群

體，缺乏以產婦為主體的資料計算，並造成一些重要生育統計的缺席

與誤導。以下我們根據最新出版的《中華民國 109年出生通報統計年

報》進行討論（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首先，這份統計雖然呈現了豐富的新生兒資料，卻連一年到底

有多少產婦生產的基本數字，都未能呈現。以 2020年的統計年報為

例，當年有 16萬 2,453名活產新生兒，成為各表格的統計母數（衛

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然而，我們並無法得知，這 16萬多

的新生兒，是由多少產婦所生；統計年報從未出現產婦的總數。活產

新生兒的數目，並不等同於產婦的數目，因為當產婦生的是雙胞胎、

三胞胎或是更高的胎別，醫事人員就會開出兩張、三張或是更多張的

出生證明或死產證明，而整本出生統計年報，都是以新生兒的總數來

進行計算。我們自行從記載單胎、雙胞胎以及三胞胎的資料，推測

14 衛生署國民健康局 2006年出版《中華民國 93年出生通報統計年報》，是首次
針對新生兒出生通報資料，加以整理並發布的年度統計報告。之後亦逐步新增

數項針對活產新生兒的歷年統計數據（而非僅限當年），例如：新生兒胎次、

生產方式、接生人員、產婦年齡等等（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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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婦的人數為 15萬 9,243名。 15 我們認為，產婦的人數理應由政府

的統計直接呈現，而不該由讀者推敲而得。女性主義文獻就墮胎展開

辯論時，常以「胎兒中心主義」（feto-centrism）作為重要概念，討論

政策與實作有無看重胎兒而排擠女性的需求與權益（例如，Hardacre, 

1997; Petchesky, 1987）。這種重胎兒而輕婦女的作為，也可能呈現在

生育統計上，我們延伸而稱之為「新生兒中心主義」。

多胞胎日漸增加的現象，使得新生兒與產婦的數目差異變大，在

生育統計上十分需要分開計算。一般估計在自然受孕的情況，依區域

約有 0.4-1.0％的懷孕婦女懷有雙胞胎。自 1970年代以來，包括排卵

藥物以及俗稱試管嬰兒的體外授精技術，都使得雙胞胎與三胞胎的比

例上升。台灣近年來則有將近 4％的新生兒來自多胞胎，約 2％的孕

婦懷有雙胞胎。台灣現行出生通報的統計方式，會出現相當比例的重

複計算。假設有一位年紀 39歲的產婦以剖腹產生了雙胞胎，醫事人

員會開立兩張出生證明書。基於現行出生通報統計的作法，此次生產

紀錄將會在「35-39歲產婦」、「醫院生產」、「剖腹產出生」等變項，

各出現兩次。因此，當我們讀到 2020年有關「35-39歲產婦」的數

據為 41,684時，並不是表示台灣有 41,684位產婦在 35-39歲生產，

而是有如此數量的新生兒，是來自於 35-39歲產婦。也就是說，我們

無法從出生通報統計，看出產婦的年齡分布比例。

近年來各方所關切的「剖腹產率」，在新生兒中心主義的生育統

計下，並不完備。《中華民國 109年出生通報統計年報》呈現的 2020

15 當年有 6,281位新生兒是屬於雙胞胎─並非雙數，是由於可能其中一胎是死
胎，因此保守推估這些雙胞胎由 3,145位產婦所生。三胞胎也以類似的方式推
估。最後我們得到 15萬 9,243名產婦有歷經活產的數值。由於死產的資料報
告缺乏胎別的資訊，因此我們無法以同樣的方式推估歷經死產的產婦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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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剖腹產率」為 37.2％（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1: 70）。然

而，這個數字指的是，有 37.2％的活產新生兒，是歷經剖腹產而出

生，而非有 37.2％的產婦，是採用剖腹方式所生產。 16 雙胞胎的產

婦若施行剖腹產，就會重複計算，因此產婦歷經剖腹產的比例，應比

37.2％為低。

生產事件僅以新生兒觀點作為記錄的主體，特別容易使得有關產

婦的統計項目受到誤解、誤用。例如，行政院主計處發行的《社會指

標統計年報 2009》，曾以「新生兒之生計」為題，引用衛生署這份出

生通報統計資料，探討新生兒的生產情形與健康狀況。文中特別討論

了產婦年齡與生產方式的關聯：

⋯⋯產婦選擇以剖腹的方式生產，年齡為主要考量因素之一，

2008年選擇剖腹生產的媽媽中有 57.0％是 30歲以上，若按年齡

分組，35歲以上選擇剖腹產的人數超過半數。（行政院主計處，

2010: 33；粗體為作者自加）

然而，這是錯誤的解讀。原始資料並沒有以產婦當作是統計的主體，

新生兒才是主角。有關 57％的正確說明應為：在所有透過剖腹產出

生的新生兒中，有 57％來自於 30歲以上的產婦。 17 從這樣的誤讀也

16 另一份全民健保機構生產服務量的大數據資料，則是以特約院所執行接生作
業的數量計算，公式為：剖腹產人次／產婦總人次（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2019），2019年數據是 35.1％（邱宜君、陳碧珠，2021）。然而，並非所有的
產婦都在健保簽約醫院生產，所以該數字亦無法精準掌握有多少比例的產婦歷

經剖腹生產。

17 另一個錯誤解讀，是使用「選擇」的字眼。產婦大多是基於胎位不正等醫療因
素，而施行剖腹產，並非「選擇」剖腹產。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78

可看出，人們需要以產婦為主體所進行的生育統計，但是《出生通報

統計年報》卻沒有提供相關資料。

女性主義文獻持續關切高剖腹產率對女性的影響，包括過度醫

療化是否有病理化女性的孕產身體之嫌（對此議題的辯論整理，請

見 Brubaker and Dillaway, 2009）。台灣婦女健康運動與研究者關切

台灣剖腹產率持續居高不下（例如：吳嘉苓，2000；Kuan, 2014）。

我們十分需要以產婦為主角的剖腹產率數值，作為政策辯論與評估

的基石。國際上的確常以活產新生兒來計算剖腹產率，亦是採用出

生通報資料之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剖腹產率指標，是以「每

千名活產新生兒」（per 1,000 live births）作為分母，呈現國際數據差

異（OECD, 2022）。然而，現今仍只有從新生兒視角來計算的剖腹產

率，將產婦附屬在新生兒之下，形同輕忽重要的孕產婦健康議題。

澳洲並陳新生兒跟母親為主角的生育統計資料，值得台灣

參考。澳洲健康與福利研究院（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AIHW]）利用年度全國周產期資料，製作《澳洲母嬰統計》

（Australia's mothers and babies）報告書。最新一期的 2019年度報告

（AIHW, 2021）強調「母嬰雙方的健康，會帶來長遠的影響」，資料

就依照母嬰分別呈現。報告中清楚說明兩個統計母數：「2019年，澳

洲共計有 298,567 位媽媽和 303,054個嬰兒」。 18 

18 在此以「嬰兒」一詞涵括活產新生兒以及死產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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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澳洲母嬰統計》網頁報告，分別以媽媽和嬰兒為基準，呈現

生育特性

資料來源：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各項生育指標，區分為「媽媽的特徵與生產經歷」，以及「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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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與生產結果」，兩者各有不同的計算基礎及重點。就「剖腹產

率」而言，報告中呈現兩種計算方式。一是以產婦為主角的統計資

料：「2019年有 107,543名產婦以剖腹生產，占全部產婦的 36％」。

另一是以活產新生兒作為統計：「（2019年）澳洲活產新生兒的剖

腹產率為 34％⋯⋯此數值高過於 OECD國家的平均剖腹產率 28％」

（AIHW, 2021）。圖五的上半部向讀者提示媽媽資料的重點：澳洲在

2019年當年生產的媽媽，平均生育年齡為 30.8歲；每五個媽媽就有

一個處於社會經濟弱勢區域；4.8％的媽媽為原住民；1.5％的媽媽生

產多胞胎。下半部則是嬰兒的重點資料：嬰兒出生週數的中位數為

39週；0.7％的嬰兒為死產；6％的嬰兒為原住民；49％的嬰兒為女

性，51％為男性；2.9％的嬰兒為多胞胎。

澳洲跟台灣一樣，以來自醫事人員所登錄的出生通報，作為母嬰

統計的基礎，為何能產生不同的資料？技術上的關鍵，在於是否注意

多胞胎孕產婦的計算。《澳洲母嬰統計》報告中說明，若碰到多胞胎

產婦，會以產婦該次生下第一個嬰兒的情況，作為產婦的生產資訊，

以進行產婦資料的統計。透過這一簡單的技術，即能為母嬰建立不同

的資料，這點值得台灣跟進。澳洲結合社會經濟的資訊，探討弱勢社

群的處境，而非僅是行政區域，也值得台灣參考。同時，若有特定的

孕產婦處境值得關注，統計的產製亦應適時調整。例如，外籍移工在

台生育未獲妥善照顧的現象，近日廣受關注（報導者，2022），《出

生通報統計年報》若能將孕產婦的外國籍資料進一步區分「移工」與

「配偶」，就有助於達成衛政體系建立統計資料的核心目標：透過資

料以提升母嬰健康照護的品質。

《出生通報統計年報》也較重視產婦與新生兒健康的關聯，忽略

男性的影響。以《中華民國 109年出生通報統計年報》（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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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健康署，2021）為例，產婦特性跟新生兒的關係，納入表格的次

數達 20次，包括利用產婦的年齡、戶籍地、現住地、原始國籍作為

變項，分析多項新生兒特性。報告明顯關注新生兒出生狀況，是否受

到產婦年齡過小或過高的影響，或是是否因為產婦為外籍配偶而有所

差異。相較而言，統計年報僅讓男性配偶在表格中出現四次，而且只

採用男性的「戶籍地」，來呈現男性與新生兒的活產死產比例、活產

的性別比例、出生體重、懷孕週數等項目有何關係。至於父親的年齡

是否會影響新生兒健康等議題，即使有原始資料，但未能在表格上呈

現。女性主義文獻已經指出，過去在探討新生兒健康的影響因子，常

只看重母體，忽略父體。而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並非只有高齡產

婦可能增加新生兒健康風險，高齡生父亦然（Almeling, 2020）；台灣

醫界亦有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Yu, Chen, Liang, and Kuo, 2020）。

台灣出生通報的表格呈現，錯失了以統計數據呈現生父高齡化趨勢的

機會，也無法提供高齡生父是否影響新生兒健康後果的線索，更強化

新生兒健康只與女性年齡有關的偏誤訊息。

（二）戶籍登記的人口統計：完備的男性生育統計

以「戶籍出生登記」作為資料來源的人口統計，呈現較豐富的男

性生育資料。自從 1946年修正公布的《戶籍法》在台灣實行以來，

以戶籍登記為基礎的出生資料，累計豐富的中文出版品。 19 這些人口

19 這些出版品名稱及涵括資料年份為：《臺灣省戶籍統計要覽》（1946-1964年）、
《臺灣省人口統計》（1961、1963-1967年）、《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1968-
1973年）、《中華民國臺閩地區人口統計》（1974-2005年），以及《中華民國人
口統計年刊》（2006年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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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成果包括出生、死亡、教育、婚姻、遷徙等資料，亦包括本文關

切的生育統計。

以戶籍登記為資料的人口統計，甚早就納入生父年齡的資料。臺

灣省政府民政廳所製作的 1962年《臺灣省戶籍統計要覽》，首次將

當年出生人口數，依照父母年齡區段呈現（1963: 表 15）。之後又於

《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溯源呈現早至 1949年的歷年出生者的父

母年齡分組資料（臺灣省政府民政廳，1970）。1972年的《中華民國

臺灣人口統計》，則進一步將生父年齡分組的出生數資料，獨立成為

單一表格，與生母資料分開（內政部，1972: 表 37）。當年的刊物註

釋，為此特別說明：

有關生育行為之研究，一般均以女性人口為基礎⋯⋯。但生育行

為係兩性共同的關係而非單一性別活動的產物，因此男性在決定

生育行為上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這乃是本卷搜集此項資料動機之

所在。（內政部，1972: 6）

這些納入男性的資料，有助於計算出每年度新生兒的生母生父年齡。

並列男女生育統計的做法，持續擴大。以 2020年《人口統計年刊》

（內政部，2021a）為例，相較於我們常見的婦女生育率統計，這份資

料也詳細列出男性的一般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總生育率，以及新

生兒與生父教育程度的關係，與女性的相關資料完全對稱，呈現了出

生通報所未能呈現的樣貌。男性生育統計在此統計年刊能清楚呈現，

不再隱形或簡化。然而，這些數值是否受到重用，我們在下一單元會

予以檢視。

透過出生登記作業要求填寫女性「胎次」，使得台灣女性生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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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平均年齡，有著完整的紀錄。資料顯示，台灣女性生第一胎的平

均年齡，從 1975年的 23歲，一路攀升到 2020年的 31歲（內政部戶

政司，2021）。 20 出生登記未能對等記錄男性的「胎次」，也因此無

法產生「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資料。女性生第一胎平均年

齡不斷延後，已成為政府性別統計的指標、政策宣導起手式，以及媒

體的報導焦點。相較而言，台灣並沒有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

齡，因此在呈現與討論延後生育的資料時，就未能納入男性。

許多國家並重男女的第一胎年齡資料，值得台灣參考。北歐國

家包括芬蘭、冰島、挪威、瑞典等等，早於 1960年代就發布新手

爸爸平均年齡，並且定時發布相關統計。 21 例如，北歐統計資料庫

（Nordic Statistics database）於 2020年以「新手爸爸年紀仍比新手媽

媽大」作為標題，呈現第一個小孩出生時的父母平均年齡趨勢（見圖

六）。這個圖表的 X軸與 Y軸分別是新手媽媽與新手爸爸的平均年

齡，中間列出北歐五國在 1989年與 2019年的資料。30年來，男女

當父母的時間在北歐五國都有所延後，而男比女更晚生育的趨勢則沒

有太大改變（Nordic Statistics database, 2020）。此外，根據我們的調

查，荷蘭、紐西蘭、加拿大、德國、美國、瑞士、日本等國的政府統

計成果，亦呈現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資料，以探討男性親職的趨勢。

20 提供給衛政單位的出生證明，有「總生育活產數」的問項（見圖四），理論上
也可以得出女性第一胎的平均年齡資料，但是《出生通報統計年報》並未計算

此數值。

21 北歐各國亦有些許差異。挪威於 1967年建立出生醫療資料庫，主要是受到孕
吐藥沙利竇邁造成新生兒畸形事件所影響，力圖建立完備的監控系統（Irgens, 
2000）。這項資料庫一開始就納入了新生兒的父親與母親資料，包括社會人口
基本特性，使得像是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亦能計算出來。丹麥則至

1981年才有這項統計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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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出生登記來了解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之外，有些國家則是

透過問卷調查的形式直接詢問男性（例如美國：Stykes, 2011）。 22 

圖六：北歐新手爸爸與新手媽媽平均年齡的變遷，1989與 2019年

資料來源：Nordic Statistics database, 2020.

22 德國推估男性第一次當爸爸年齡的方式，是以產婦首次生育的年齡，來推估男
性配偶或同居人的年齡（Pötzsch, Klüsener, and Dudel, 2020）。初產婦的男性配
偶有可能已經不是第一次當爸爸，因此這樣的統計可能不夠精確，但也仍在缺

乏直接詢問男性的情況下，找出推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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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英格蘭與威爾斯的新生兒父母年齡分布，2009年

資料來源：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0, licensed under the Open 
Government License v.1.0.

《人口統計年刊》高達 1,000頁，有數百頁的生育統計，充滿各

種數字與表格，可作為各級政府與單位研發的基礎資料，卻不易民眾

閱讀。其他國家的統計單位，常將資料轉換成有助民眾了解的視覺

圖像，並提出重點詮釋，包括強調男性生育的特性。以英國為例，

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ONS]）負責統計資料的產

製，每年除了更新資料庫，也將該年的數據重點和趨勢，做成圖像

化的描述報告。例如《2009年英格蘭與威爾斯新生兒依生母特性分

析》（Live births in England and Wales by characteristics of mother 2009）

（ONS, 2010）這份摘要報告，就特別做出「2009年新生兒父母年齡

組分布」直條圖（圖七），並以文字描述父母特性，包括「爸爸的年

紀比媽媽大」、「新生兒爸爸年紀 30歲以上的比例，2009年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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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比例為 63％，十年間變化不大」。台灣的人口統計也有類似

的新生兒父親資料，但是幾乎沒有以男性生育趨勢當作是重點提示的

主題，也幾乎鮮少製作如圖六、圖七這樣一目了然的圖示。

（三）生育調查：限縮孕產作為生理現象

問卷調查往往比出生證明、戶籍資料能夠產生更細緻的生育資

料。政府進行的生育調查報告，在 2012、2016年的調查納入了男

性，使得男性生育圖像首度得以呈現。 23 我們以最新的《105年家庭

與生育調查報告》（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18）問卷調查結果進

行分析，發現的確可見到男女並陳的孕產知識、經驗與態度，包括男

女對於陪產經驗與意見，理想的結婚年齡與子女數目，對於施行人工

流產思考期與代理孕母的看法等等。例如，對比昔日要透過已婚女性

來回答「丈夫的理想子女數」（例如 Freedman and Takeshita, 1969），

近年的調查可發現，直接詢問男性的結果是，其理想子女數為 2.1左

右，與女性的結果相似。

然而，其他的問卷設計，卻因為將懷孕生產設定為僅限於女性的

生理現象，所以即使納入男性受訪者，卻仍然是請男性回答女性的孕

產狀況，錯失呈現男性自己的生育資料。首先是有關「生育年齡」的

計算。由於出生證明與戶籍資料都沒有呈現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年齡

資料，因此問卷調查堪稱補足此缺失的新契機。然而，在詢問已婚男

23 這項調查的辦理目標和抽樣設計，隨著政策與社會變遷而調整。調查最初是透
過了解已婚女性婚育態度與行為，以推行家庭計畫，之後逐漸擴大為調查男女

對婚姻與生育之態度與行為，以提供政府推行衛生保健、人口與社會福利計畫

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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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樣本時，並沒有詢問男性自己第一次當爸爸的年齡，而是請男性回

答其配偶的第一次生育年齡。 24 因此，該報告對於初次生育年齡，

僅有女性的資料：「已婚女性第一次生育平均年齡為 27.00歲，⋯⋯

已婚男性之配偶，第一次生育平均年齡為 27.85歲。」（頁 14）。這兩

個數字的落差和詮釋空間皆有限，且出生登記已有類似的資料。而男

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年齡分布，卻因受限於問卷的題項，至今仍然是個

謎。

問卷亦有兩題詢問「理想生育年齡」，即使也詢問了男性樣本，

卻是問男性對於女性的意見。問卷請受訪男女回答「就生理而言，婦

女最理想之生育年齡」以及「婦女太晚生育年齡」，預設生育年齡僅

與婦女有關，並以生理為重。問卷並沒有「男性理想的生育年齡」以

及「男性太晚當爸爸的年齡」等題項。

類似的邏輯，也出現在「不想懷孕但沒有避孕」的題組。該問題

詢問了已婚女性原因（表 26-1），同時也詢問已婚男性來回答「其配

偶」目前不想懷孕但未避孕的原因（表 26-2），彷彿男性不可能面臨

「不希望配偶懷孕但又未採取避孕措施」的情況。「流產」經驗的題

組，如果受訪者為男性，則是詢問其配偶的經驗，而非男性自身的經

驗。

懷孕與分娩固然有其生理上的生殖分工，僅由女性身體擔任此生

殖勞動，但是對於孕產的期望、感受、態度與行動，男女都有。這幾

題的問卷設計省略詢問男性自己的孕產期望、感受與行動，並指引男

性提出對於女性孕產的觀察與意見，無異於複製孕產僅與女性相關的

24 這份調查報告對婚姻的區別，已婚指的是已結婚、曾經結婚、或未結婚但有形
同婚姻關係之穩定同居伴侶；未婚則為從未結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20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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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

生育調查也在婚姻別呈現差別待遇。這份問卷的抽樣對象亦包

括未婚男女，分別有 1,774與 1,307人。結果也發現其中未婚女性有

7.5％懷孕過，6％施行過人工流產，以及將近 1％生過小孩，而未

婚男性則有 6％經歷過女伴懷孕，0.3％經歷女伴活產，以及 4.8％

經歷女伴人工流產。然而，有關孕產經驗，包括人工流產的經驗與方

式、產檢的使用情況與身體變化、生產的經歷，表格均僅呈現已婚者

的資料。若是關切台灣民眾的孕產經驗，只要有經歷的都應納入，甚

至應關切未婚人士是否可能受到不當待遇。僅呈現已婚男女的孕產經

驗，也有強化婚姻作為生育的正當性之嫌。 25 

相較之下，挪威與瑞士善用問卷調查，重視考掘男性生育的特

性，並提出了重要的發現。為了更細緻地了解孕產發展，挪威根據出

生資料庫來建立大樣本的問卷調查，並在延遲生育的議題上，也納

入考量晚育男性的特性。例如，一份調查近 15,000名男性的資料就

發現，超過 35歲才當爸爸的男性，有其異質性：即使大多數在經濟

25 審查人 B詢問，非政府機構所進行的生育調查，是否能產生不同的觀點。本文
無法全面性地評比，但已發現民間團體的不同做法，造成相異的結果。以兒童

福利聯盟調查為例，這份「2019年台灣女性生育意願和育兒現況調查報告」，
以網路問卷進行，收集到近萬份的問卷，僅以 20-44歲的女性作為便利抽樣
的對象，並沒有調查男性（兒童福利聯盟，2019）。調查發現之一是，有六成
以上的女性，並不計畫生育或是再生一胎。媒體基於此調查報告的報導，就

以「媽媽快絕種⋯逾六成女性不想生」作為標題（楊綿傑，2019）。由於當初
抽樣就已限定女性，有關男性的生育計畫與期望，就完全在民間報告與媒體報

導中缺席。對比起來，民間智庫台灣社會調查所的「台閩地區婚育調查結果」

（2021），同時將女性與男性納入調查對象，結果就能發現男女甚為不同的生
育困境。此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針對 20-39歲民眾詢問個人的婚姻狀態、生
育現況、婚育態度及不婚育之原因。調查發現，缺乏婚育意願的原因，男女有

相當明顯的差異，包括男性受到經濟因素影響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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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支持上較為穩固，但也有少部分群體處於低收入、失業以及

單親的狀態（Nilsen, Waldenström, Rasmussen, Hjelmstedt, and Schytt, 

2013）。同時，這些晚育男性有較多的健康風險，研究者提出在關注

親職議題時，可注意晚育男性可能造成的新生兒健康問題。

瑞士政府亦在出生登記資料的基礎上，以問卷調查資料細緻地呈

現男女孕產的趨勢。瑞士於 2013年辦理「家庭與世代調查」後，聯

邦統計局據此呈現新生兒父母年齡的發展趨勢。最近一次《2021瑞

士家庭統計報告》（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2021b: 22），採用了 2018

年「家庭與世代調查」資料，其中以「30歲時已有孩子出生」作為

標準，比較各個世代的男女生育狀況：「1939-1948年出生的世代，

女性有 71％，男性有 55％」在 30歲前當了爸媽；而到了 1979-1988

年出生的世代，這比例在女性降為 34％，男性降為 22％。

瑞士對於「未婚爸爸」的資料掌握，亦十分突出。2014年曾

有國會議員對於瑞士政府統計缺乏未婚爸爸資訊一事，提出質詢

（Bundesversammlung, 2014）。該議員提出，瑞士的官方統計直到

2013年都只包含已婚爸爸數據，婚外生育一向只記錄未婚媽媽數

據，完全沒有未婚爸爸數據，這代表了政府對於父親資料的掌握度不

足，相當不合理。之後政府提出兩個解方作為回應：一是將透過申請

親子關係認領的登記資料，補足未婚爸爸的資料缺口；二是以當時正

在進行的問卷調查，了解社會中實際當爸爸和媽媽的人數、育兒數、

教育背景等等資料。在 2020年的生育統計，瑞士即能提出，當年近

86,000位新生兒中，有約四分之一是來自於未婚爸爸（亦即申請認領

父子關係的比例）（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2021a）。再加上「家庭與

世代調查」涵括各種有關男性成為父親的資料，後續就能在如《2017

瑞士家庭統計報告》（Bundesamt für Statistik, 2017）中，完整呈現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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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經歷孕產的多樣性。台灣的非婚生子女不到 4％，與瑞士等國家情

況不同，但是為了更全面了解生育的多種樣態，瑞士政府調整生育統

計資料的搜集方法，並且善用生育調查，值得台灣借鏡。

六、生育統計的詮釋與政策運用

出生通報、人口統計、生育調查所累積的大量表格與數字，政府

如何詮釋、如何作為政策運用？以下我們區分三類來探討。第一類，

有些生育統計在前期即未能從台灣現有的調查中產出，有礙於整體圖

像的呈現。出生通報未能建立以產婦為主體的剖腹產率，也許就阻礙

了婦女孕產現象的掌握。出生證明書的表格未能呈現配偶的性別，使

得女同志生育的資料因此埋沒。生育調查未能詢問男性第一次當爸爸

的年齡，也讓近年來廣受注目的少子化討論，政策目光僅是停留在女

性第一胎越來越晚的現象，忽略討論男性的延遲生育。我們以國健署

根據人口統計資料所發布的新聞稿，即可看出特別側重女性生育年齡

的敘事特性：

國人晚婚晚育現象日益普遍，依內政部 108年人口統計資料顯

示，國人平均初婚年齡，男性為 32.6歲，女性 30.4歲，而國內

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已至 31歲，其中年齡為 35歲以上者

更達 23％，是 10年前的 2.4倍（98年為 9.4％），顯示出國內婚

育年齡往後延遲的趨勢。國民健康署提醒年輕男女，及早進行婚

育規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2020；粗體為作者自加）

這樣詮釋上的缺漏，必須從前期即予以改革，包括抽樣、表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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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方式，以及問卷設計等等，都需要納入不同性別而重新調

整。

第二類是即使生育統計已有相關資料，但是在選取與再現的過

程，卻仍過度偏重女性生育。由行政院各部會所提出的《我國少子

女化對策計畫（107-111年）（核定本）》（教育部等，2019），就屬此

類。這份計畫書在敘述少子化成因的部分（頁 4-7），幾乎僅使用有

關婦女婚育的數據，並沒有使用任何以男性為主的資料。關於影響生

育率的幾項相關因素，提到了四項數據：「婦女初婚年齡延後」、「結

婚對數、粗結婚率減少」、「孕齡婦女有偶率下降」、「孕齡婦女生育年

齡延後，影響生育胎次」，其中三項都僅與女性相關。男性生育年齡

是否延後、男性有偶率是否下降、男性是否認為家庭與就業難以兼

顧，影響生育意願及勞動參與率等等，現有資料亦有一些線索，卻未

能納入。前述提到《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在 1972年即因為重視

男性生育資料，而計算出男性的一般生育率、年齡別生育率、總生育

率等數值，卻在政府的少子化政策報告，完全缺席。

第三類，則是能夠充分運用前期的性別資料。內政部《內政性別

統計分析專輯》即屬此類。配合性別主流化政策，該分析自 2007年

起每年發布一次，亦在其中「出生」章節，以表格與文字，呈現生育

的特性與趨勢。以《中華民國 109年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內政

部，2021b）為例，在「人口／出生數、出生率及總生育率」章節，

先後呈現了女性與男性的生育統計數據，亦能提出生父年齡也逐漸升

高的現象。尤其特別的是，即使《人口統計年刊》僅有年齡區間的呈

現，《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卻能進一步以平均年齡的計算，呈現

「生父平均年齡」（所有的父親，而非僅限第一胎），更有助於民眾了

解男性比女性晚育的情況。這份資料，已是在所有政府相關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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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呈現男性生育的趨勢，但是在詮釋上仍是偏重女性孕產。報告中

提出「總生育率持續低於人口替換水準，導致人口負成長，幼年人口

減少，益增人口老化之嚴重性」等警訊（頁 18），並以育齡婦女的生

育資料來佐證。在下一單元呈現男性生育資料時，即使男性亦少生晚

生，卻只有描述數字，沒有以此現象來解釋少子化的現象。這顯示即

使有男女的生育統計數據，在詮釋上仍需要將男性生育的特性與趨勢

納入，才能打破選擇性連結女性與生育趨勢的傳統論述形式。

七、結論

國家的生育統計，如何再現性別？我們發現女性主義生育研究所

關切的「窄化女性、隱形男性」現象，在台灣國家生育統計上有著類

似的趨勢，但亦有不同之處。我們強調，要能評估生育統計的性別政

治，需要分析不同類型的生育統計，並重視在資料搜集、指標建立、

圖表呈現，以及政策運用等不同層面來評估。我們分析了國家產製的

三大類生育統計：以出生證明為基礎的出生通報統計、根據出生登記

而建立的人口統計，以及以問卷形式進行的生育調查。女性從始至今

都是這三大生育統計的核心調查對象，看似是彰顯女性的生育經驗，

可是呈現的結果，仍常將女性的生育窄化為生理性的生殖功能。以出

生證明書建立的出生通報統計，是以新生兒而非產婦為主體，致使女

性的眾多紀錄都依附在新生兒之下。戶籍資料的「胎次」項目也局限

於生殖的意義。據此計算出來的女性第一胎平均年齡，持續成為理解

晚育現象的力證，也形同將生育當作僅是女性的事。而國家主導的生

育調查，長期只有以育齡女性為抽樣對象。即使終於自 2012年開始

納入男性樣本，題項的設計仍常凸顯男性對於女性生育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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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國家生育統計，男性堪稱忽隱忽現。出生證明與戶籍登

記都搜集了男性資料，使得男性以產婦配偶或新生兒父親身份而成為

統計的對象。然而，在選擇統計指標、圖表呈現，以及政策運用上，

卻屢被簡化，甚至消失。《中華民國臺灣人口統計》早於 1972年就以

強調男性生育的重要性為由，建立並計算出數個男性生育率的指標，

但是這些指標幾乎鮮少受到重視，包括政府的人口政策報告都未能使

用。國家主導的生育調查長期隱形化男性，長達 40多年未能將男性

納入樣本；排除男性，等於強化生育等同於女性的刻板連結。即使在

近年來加入男性樣本之後，卻在一些題項僅是詢問男性對於女性生育

的意見與觀察，忽略男性自己對於伴侶流產、懷孕、生產的感受與經

驗。至於國際上常見的「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指標，均無法透

過這三種生育統計計算得出，更能顯示政府重視的生育與年齡議題，

仍僅想像與女性相關，難以關注男性。

綜合而言，生育想像局限於生理意義上的生殖運作，是形塑國

家生育統計產製背後的重要邏輯。生育調查一度只針對女性、排除男

性，反映了生育之責僅由女性擔任；指標僅關切高齡產婦，意涵生育

品質僅攸關女性生理。部分生育統計「窄化女性、隱形男性」的現

象，使得台灣在詮釋重要的人口變遷時，仍遺漏甚多，像是以產婦為

主體的孕產統計、男性延遲生育的資料，都長期缺席。政府在生育統

計的偏誤，也使得近年來所關心的少子化議題，常不斷強化女性晚育

的資料，缺乏呈現男性晚婚晚育的趨勢，及討論男性生育的困境。現

有的生育統計，也有潛力更關注社會經濟弱勢，以及多元家庭的特

性，但需要更積極地進行性別化創新，才能生產出這些資料。

本文提出的國際資料對比，也力圖呈現生育資料的新興作法。我

們對台灣現有的生育統計，提出以下幾點修改建議。（一）針對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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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證明而累積的資料，我們建議參考澳洲的做法，建立以產婦為主角

的各類統計數據。只要注意多胞胎具有多張出生證明來予以調整計算

方式，就能立即建立豐富的產婦資料、女性孕產健康的統計資料。出

生證明的統計指標與呈現，可以加入社會經濟弱勢區域、外國籍的多

樣性，以及男性年齡與新生兒健康的關聯性。同時，因應產婦配偶在

同婚之後可能涵括女性，建議修改出生證明格式，增加產婦配偶的性

別欄。（二）針對男性第一次當爸爸的平均年齡，建議可以透過生育

調查，對男性受訪者詢問此題項，即可計算而得。（三）生育調查的

問卷設計，我們認為應該考量兼顧男女、多元家庭的模式，參考挪威

與瑞士的做法，進行全面的調整。目前的題組設計過於偏重請男性評

價女性的生育，部分結果呈現局限於已婚男女，也預設受訪者均為異

性戀，都需要大幅翻修。（四）生育統計的詮釋與政策運用，應要能

接軌國際文獻對於生育趨勢的性別觀點，並善用既有統計資料。我們

也建議強化視覺化的呈現方法，重視公眾溝通，以促進各方對生育議

題的關注。

為何這種性別刻板的生育統計，背離國際趨勢，卻持續在台灣

進行？本文缺乏政府行政機構層面的調查，未能深入了解造成統計如

此運作的結構面因素。未來研究值得進一步釐清主責單位與研發團隊

對於生育的理念，並了解為何在性別主流化的大旗下，國家生育統計

仍持續缺乏性別觀點。生育統計的產製過程繁複且耗費大量的人力物

力，如能重用性別觀點，包括納入性別研究者以及相關民間團體作為

諮詢對象，進行性別化創新，應有助於提升生育統計的品質，以能精

確了解台灣生育趨勢，也為政策改革建立更對焦的證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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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rowing Women and Invisiblizing Men? Gendered 
Fertility Statistics in Taiwan

Chia-Ling W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uan Y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nder politics surrounding national fertility 

statistics in Taiwan. We analyze three major fertility registries and surveys: 

the live birth registry based on birth certificates, the vital statistics based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family and fertility surveys. Our aim is to 

explore how data collection, sampling, instrument design, interpretation 

and use of these fertility statistics conceptualize gender and reproduction.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live birth data reporting centers on the 

statistics of newborns, and neglects to produce data centered on birthing 

women, such as age distribution and the cesarean rate per delivery. The 

household registry data only requires women to report the number of times 

they have given birth, leading to the calculation of the average age of first-

time mothers without accounting for fathers. The Demographic Fact Book 

has included some male fertility statistics since 1972, but the government 

seldom utilizes them for population policy-making.  The National Family 

and Fertility Survey, initiated in 1965, sampled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for more than 40 years and only began to include men in 2012. However, 

some of the survey questions asked men to evaluate the ideal biological 

age of women to give birth while neglecting to ask about men’s age 

of first-time fatherhood and their experiences regarding their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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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carriage, pregnancy and birth. We conclude that Taiwan’s national 

fertility statistics largely give a narrowed view of women, while making 

men invisible. We argue that the reproductive imaginary behind the making 

of statistics remains focused on the biological aspect of reproduction. 

Governmental data confines reproduction to the sexual division of 

procreative labor, implying women bear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We propose 

that Taiwan should follow some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to incorporate 

both men’s and women’s reproductive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covering 

biolog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to better assess the changing 

fertility patterns and make more inclusive population policies. 

Keywords:	 fertility statistics, division of procreative labor, gender, 
survey design, delayed parenthood, reproductive 
imaginary


